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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参与式预算：三种不同的逻辑

［澳］何包钢 著

徐国冲 毕苏波 霍龙霞 译

摘 要：文章通过考察参与式预算三种独特的逻辑——行政逻辑、政治改革逻辑和公民赋权逻辑，以

及它们是如何运行和相互交织，借此理解中国参与式预算。首先，对近年来参与式预算的背景进行了介

绍；其次，简要概述了参与式预算的三种逻辑，梳理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的发展，论述了各种参与式预算模

式及其特点；最后，依据一系列标准对三种逻辑下的参与式预算做出评价，并展望了未来发展前景。文章

基于大量报道、期刊文章，过去六年间笔者参与五个参与式预算试验的亲身经历，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及对

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访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表明，行政逻辑在参与式预算试验中仍将占主导地位；

中央政府的谨慎和地方政府的抵制，使得赋权于地方人大的实践仍被约束；通过参与式预算赋权于公民

也因政府的慎重而备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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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Engagement Throug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China:
Three Different Logics

Author:HE Baogang

Translators:XU Guochong BI Subo HUO Longxia

Abstract:This article seeks to understand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 in China by exam-

ining its three distinctive logics—administrative,political reform and citizen empowerment,and how

to operate and intertwine.Fistly,the background of the PB is introduced in recent years.Secondly,it

briefly summarizes the three logics of the PB,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B in China,and

discusses various patterns and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B.Finally,it evaluates the three PB

based on a series of criteria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development.The article is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reports and journal articles,especially experience of the five participatory budget

experiments conducted in the past six years,a large number of field surveys and an in-depth anal-

ysis of interviews with central and local officials.It is showed that administrative logic will re-

main dominant in the PB experiments,the empowering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will continue

to be constrained by the caution of the central leaders and resistance from local governments,the

empowering of citizens through the PB will be limited by government prudence.

Key Words:civic engagement;participatory budgeting;administrative reform;citizen empower-

ment

一、导言

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起源

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巴西，是一种扶助穷人的

再分配机制［1］，是一种积极的公民参与形式，公

民得以参与预算决策过程之中；是政治左派的

动员策略，其宗旨是解放、对自己负责（self-gov-

ernance）和激进民主。当参与式预算被引入中

国，中国政府重塑了其核心思想，将其用于遏制

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和增强国家能力［2］。如此一

来，参与式预算成为行政整合、扩大参与以及减

少争议的手段。这使其在其他国家主导型行政

机制中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的工具，如新加坡的

民意反馈组和越南的《申诉控告法》［3］。

中国的参与式预算有三种独特的逻辑：行

政逻辑、政治改革逻辑与公民赋权逻辑。每种

逻辑反映了对参与式预算的不同定义和理解，

构成参与式预算项目运作的不同框架。每种逻

辑均生成并再现其独特的行为模式，使之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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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向发展。

行政逻辑解决了行政官员如何引入参与式

预算以及参与式预算如何加强和改进管理过程

的问题。当参与式预算受行政逻辑支配时，除

非公民有可能监督预算，否则公民的概念可能

被稀释，甚至丧失。

政治改革的逻辑不同于行政逻辑。在此逻

辑下，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

通过参与式预算重振地方各级人大，使之更有

效地工作，赋予人大代表更多权力［4］。作如是

观，与其说参与式预算关注褊狭的预算过程，毋

宁说它与广泛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5］。

公民授权逻辑的特点是积极公民和非政府

组织将公民参与预算编制过程视作一项政治权

利，并要求有权决定当地社区的预算分配。参

与式预算的目的是培养和赋予公民权力，改变

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使之有利于后者。现

有的大部分参与式预算文献都建立在这种逻辑

之上［6］。

尽管政治改革逻辑与公民授权逻辑有所交

叉，但在重要方面却截然不同。遵循政治改革

逻辑的参与式预算本质上是由精英主导，而公

民授权下的参与式预算则是以公民为中心的。

此外，前者旨在建立代议制民主制度，由人大代

表来审查预算，而后者希望建立普通公民讨论

并决定预算的直接民主制度。

当然，这三种逻辑绝非泾渭分明、截然分

开，而是相互交织。它们的一些要素是相容的、

相辅相成的，另一些则相互冲突又相互破坏。

现实世界中，大多数参与式预算复杂得多，绝非

几句话就能言明。参与式预算常常兼具两种逻

辑的特点，有时彼此重叠。尽管如此，从分析层

面上看，这三种逻辑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参与

式预算的复杂性，还能建立起与其他系统进行

有益比较的框架。

目前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各种新闻和学术研

究大多关注政治改革和公民参与，对其不吝赞

美之辞［7］，通常缺乏批判性的学术分析和可靠的

经验数据，且过分偏爱公民赋权，导致参与式预

算的行政逻辑被忽视且研究不足。

二、中国参与式预算简史及其逻辑

虽然巴西的参与式预算的理念和实践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才正式引入中国［8］，但中国农

村的参与式预算实践自 20 世纪 90 初就已经开

始了。村民或村民代表监督预算，确保村领导

出于公益向大家收费、全村收入的公平分配以

及村级投资的有效回报［9］。彼时，称之为“村务

公开”和“村务民主管理”［10］。

1991年，深圳市人大成立了预算委员会，由

委员审查预算。1998年，河北实行部门预算，将

部分预算送交人大由代表审议。2004 年，上海

惠南镇进行了公众参与预算的试验。无独有

偶，2005 年温岭市的新河镇和泽国镇也采取了

类似做法，截至 2009年，试验已经推广到到温岭

市邻近的 8 个乡镇；2010 年扩展到到台州市的

79 个乡镇。2006—2008 年间，无锡和黑龙江也

有十几个街道实行了参与式预算。在中国，要

求预算公开、透明的呼声日渐强烈。但面对政

府的沉默，成功往往来之不易。例如，2006年三

名深圳普通市民要求获得预算信息。他们历经

了相当曲折的尝试，他们向十几个中央政府机

构和十几个地方政府提出请求，但每次都被拒

绝；直到 2008 年 10 月，深圳公共卫生部门向其

公开预算［11］。截至 2010年底，深圳 92个部门中

已有30多个公开了预算信息［12］。

总之，中国目前已有上千个村级参与式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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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项目、十几个镇级项目和二十余个街道级项

目。但市级和国家层面的项目屈指可数。总

体而言，较之于中国庞大的政府数目，参与式

预算项目仍然寥寥可数。不过，中国参与式预

算的发展方向十分明确：参与式预算试验会越

来越多。

根据前文所述的三种不同逻辑，形成了参

与式预算的三种不同理解。在行政逻辑下，参

与式预算为公民提供了一种表达其偏好和意见

的机制，力求使人民的选择与政府的规划匹

配。它审查预算分配，确定项目的优先顺序，建

立起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参与式预算的原则是

预算透明和平等获取公共资源。

在政治改革的逻辑下，参与式预算是引入

地方民主的工具，它扩展了参与式预算的定义，

因为参与者不仅包括普通公民，还包括曾被排

除在预算编制程序之外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

既是公民，又是公民代表。严格意义上说，不应

该将其视为参与式预算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

审议预算的精英。但在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

中，参与式预算旨在赋予其更多权力，对选民更

具责任感。在这个过程中，人大代表与公民协

商、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项目也应该是

参与式预算。显然，环境不同对参与式预算的

理解以及参与式预算的过程也会有所不同。在

中国，由于缺乏政体层面的民主化，参与式预算

成为地方民主化策略。此外，中国的参与式预

算是以治理为中心；巴西的劳工党则借参与式

预算吸引更多的选民，参与式预算成为旨在遏

制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激进民主项目。在公民赋

权逻辑下，公民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式预算

获取预算信息、分配和决定预算。这一逻辑与

巴西的时间非常接近，但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并

不占主导。

三、参与式预算的问题、诱因和动机

当前，中国的预算过程存在诸多不足，主要

表现为预算权力过度集中，过程不够透明，公民

对预算体系的监督少，裙带主义，缺乏社会公

平，未能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需要。行政自由

裁量权往往凌驾于立法监督之上。预算外经费

是腐败的根源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了预算改革，

包括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单列、集中管理支出和

政府账务［13］，取消多个分散账号、建立账号体

系。此外，全国人大于 1998 年成立了预算工作

委员会，地方人大进行了预算审议改革试

验［14］。

进一步的预算改革还应包括公民参与，以

此应对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即国家的预

算往往不反映人民的需求。参与式预算试图摆

脱传统官僚预算过程，以期解决上述问题。

过去，预算由国家决定，但随着人们对公共

福利、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等问题的愈发关注，

预算逐渐演化为公共预算。这种转变是政治经

济格局变化的反映。例如，在浙江的一些县或

乡镇，私营企业营业税占据地方预算的 70%以

上①。这凸显了公民参与、透明、共识和协商的

重要性［15］。当公民和私营企业纳税时，他们要

求预算透明，以确保他们的钱不会被浪费。这

是公民赋权逻辑的基础。今日中国之种种让人

不禁回想起英国议会的早期历史。彼时，中产

阶级同君主谈判，以交税换取政治发言权［16］。

在中国引入参与式预算的动机包括遏制贪

污腐败，提升治理能力，实现公开透明，服务地

① 2005年 3月，对泽国镇和其他城镇的地方官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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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民，以及减少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

事件［17］。参与式预算可以通过增加可信的透明

度来保护政府官员免受腐败指控。随着地方政

府收入越来越依赖商业，普通大众形成了“无官

不贪”的偏见。然而，领导人逐渐学会利用透明

和参与式决策来避免或尽量减少他们被开发商

和其他商业精英收买的指控。

设若决策困难且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参与

式预算使领导者能够将责任推到民主进程身

上，从而避免指责［18］。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需

求之间常常存在矛盾，谁应该优先享受服务是

一个艰难的抉择。公民参与则为做出此类艰难

决定的官员提供了政治护身符。

地方主政者通常希望藉由参与式预算试验

打造政治品牌。温岭市领导人则希望借此获得

政治声誉。这也是遵循政治改革逻辑的参与式

预算得以落地的潜在动力。所有的参与式预算

实验都依赖于领导人的意愿，是否乐于在试验伊

始提供关键资源，确保项目得以实施。但这对于

保证试验长期持续进行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四、参与式预算的组织者及模式

许多行动者参与组织了参与式预算，其中，

国际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牵头、发

展和鼓励了参与式预算在全球推广开来，促进

了南北对话，并组织了能力建设的项目。世界

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正因如此，大多数

参与式预算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世界银行

为河南焦作市的参与式预算项目提供了资金支

持，福特基金会也资助了有关参与式预算的研

究、会议，甚至承担了参与式预算试验的成本。

官僚多元主义是另一个驱动力。政府组织

之间为获取资源和影响力展开竞争。财政部致

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财政体系，而推进参与

式预算则是其中的努力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预算委员

会，人大代表参与预算的检查和审议，并要求预

算公开。值得一提的是，温岭市人大主任张学

明积极推动参与式预算实验［19］。受其倡导，温

岭市在 2008年有 5个镇进行了试验，2009年有 6

个镇进行试验，2010 年则增加到了 10 个①。此

外，国务院发展基金会在无锡和黑龙江进行的

大规模参与式预算试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大多数的参与式预算项目都是自上而

下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预算不是很多。这一

点有别于巴西，在巴西先是成立参与性组织，左

翼政党对其予以支持。中国参与式预算则是在

没有两党制和选举压力的情景下产生的。中国

共产党在支持、批准和监督参与式预算试验中

起着核心作用。通常由地方党组织做出重要的

决策。

中国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在支持参与式预算

项目，推动其向政治改革和增强公民能力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20］。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事处

（AAIC）组织了一些村级参与式预算项目。李凡

领导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CWI）为温岭市新河

镇的参与式预算试验提供了指导和咨询意见，

中山大学预算和地方政府专家马骏也对温岭市

的人大代表进行了培训，来自迪肯大学和斯坦

福大学的学者也对温岭市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

项目提供援助。然而，尽管有一些非政府组织

参与参与式预算的项目，但公民社会对其发展

影响不大，也不活跃。相形之下，在巴西诸如邻

里协会的社会团体则影响力较大，极为活跃。

中国的参与式预算和巴西、西方国家常见

① 2009年，在温岭市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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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式预算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国

家，公民社会的存在、参与和组织是参与式预算

试验的核心，甚至成为评估试验的标准。

目前存在许多参与式预算模式：例如，巴西

的公民主导模式，拉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谈判，英国的非政府组织行动主义

（NGO activism），即政府接受预算申请、让非政

府组织管理地方社区预算。中国本土的参与式

预算形式、制度、程序和方法也多种多样。参与

式预算可以按照收入来源、资源分配和预算监

督进行分类。村级参与式预算项目通常囊括上

述所有方面，而镇级参与式预算项目大多数仅

关注资源分配。

参与式预算通常包括以下过程：地方党政

领导人决定引入参与式预算并确定主题；决定

预算范围（可占地方总预算的 3%～10%甚至

30%～40%）；信息收集阶段；建议和选择阶段；

专家咨询阶段、公民会议和审议；政府最终决策

阶段；实施阶段。此外也存在一些幕后进程，包

括学者参与、国际社会的资助以及公安部门的

监督。参与式预算遵循的逻辑不同，模式也不

相同。

（一）在公民授权逻辑下的参与式预算

村级参与式预算遵循公民授权逻辑，关注

的是如何筹集资金、创造收入和最优利用村有

资源。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中国分部参与了安

徽省岳东村的一个参与式预算项目。得益于此，

该地的律师协会成功地抵制了乡镇政府的非法

征税；还组织了对广西政府预算分配的效力（ef-

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的参与式预算评

估。

2006年 3月到 6月间，泽国镇扁屿村举办了

一系列的协商民主恳谈，会议讨论了五个关键

问题：移民、村庄发展规划、垃圾管理、植树造林

和集体村土地管理。这些问题均涉及到村庄预

算，需要讨论村基金和村民该如何承担费用。

这次审议的结果决定了与利用村有资源有关的

政策［21］。

泽国镇组织了协商式民意调查（delibera-

tive polling）试验，涉及和预算事项有关的政策

咨询和公共协商［22］，分别于 2005 年 4 月 9 日、

2006年 3月 20日、2008年 2月 20日、2009年 2月

21日、2010年 3月 6日到 7日和 2011年 1月 23日

进行了 6次试验。镇民讨论了 2005年的 30个和

2006年的 35个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不但会

会影响全镇的未来，还会关系到 2008-2011年的

总预算。每次都是随机抽取镇民参与全天式的

协商，向与会者发放财政收支简报。由训练有

素的主持人主持小组讨论，而后小组讨论中形

成的问题递交给由 12 名专家组成的大组会议。

协商前后分别进行两次民意调查。在 2005年的

试验中，调查的最终结果提交给地方人大，经过

投票成为政府政策［23］。

（二）在政治改革逻辑下的参与式预算

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议会对中

央、州和地方预算的审查占主导地位。同样，中

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也试图增强人民代表大会的

作用，使其比肩西方国家议会权力。作如是观，

参与式预算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关。这一点从两

个案例中可窥见一斑。

第一个案例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附近惠南

镇的人大代表对公共服务项目的选择。2004-
2006 年间，全镇预算中约有 15%用于改善民

生。其中，有 32 个项目是由地方人大代表选定

的，总预算达 1.496亿元。参与式预算项目一出

台，地方人民代表和公民旋即就公共服务项目

展开磋商。由当地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考察了

每个项目的优点、整体预算和资金分配，随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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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大代表提案以供审议。在惠南镇，专家

和地方精英在决定最终项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这是因为，当地官员认为普通市民缺乏审

查乡镇预算的知识和技能。项目也只是在一开

始的时候征求了市民们的意见,了解了他们的偏

好和愿望。这一过程为地方人大代表表达民意

提供了契机。曾经，因为一个建教学楼的议案

未被列入议事日程，数名人大代表愤然离席以

示抗议。

第二个例子是新河镇地方人大代表审查预

算［24］。2008年，在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市民首

次参与预算过程的早期阶段，表达自己的偏好

和担忧。随后，地方人大的 90-110 名代表分为

三组审查预算，地方人大全会就每个预算项目

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几番争论过后，地方人大

代表提出了预算修正案。最后，最终的预算提

案提请地方人大代表投票表决。2008年 2月 23

日，在新河镇长达两小时的会议上，多数代表要

求增加某部分的预算以及减少政府开支，如公

车预算。

（三）行政逻辑下的参与式预算

大多数参与式预算实践都遵循行政逻辑。

例如，在财政部的指导下，河南省的焦作市出台

了一系列的公共预算改革政策，这项改革也是

始于 1999年世界银行项目的一部分。该市已经

制定和改进了一些程序，以实现平衡预算、监督

预算执行和向公民和人大代表公开预算，以供

审查和协商。

2008年 1月 13日，浙江省温岭市，来自 16个

镇的 80 多名与会者讨论了公共交通部门的预

算。当天上午举行了四次小组讨论，下午进行

了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村级

道路的维护费用应纳入市财政预算，尽可能高

效地利用有限的资金，老年人补助不应包括在

公共交通预算中，因为这将被视为腐败［25］。

五、参与式预算的逻辑运作机制

（一）行政逻辑

在行政逻辑下，参与式预算旨在建立现代

财政制度，促使不同的政府部门协作与整合，提

高行政效率，推动预算过程更为透明，提升行政

部分能力以及提供满足人民需要的公共物品即

接受公共监督和审查［26］。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官

僚机构占主导地位，因此参与式预算是一个自

上而下的过程。但它可以通过解决日常问题，

如建设或改造地方公立医院、道路和地方游泳

池，改善公共安全，促使普通公民对其产生兴

趣。根据民生实事“群众提、群众定”的原则开

展的“十大实事”工程，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做

法。

在中国，预算过程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公民

表达偏好，政府部门提案，财政官员审核预算，

专家评估，党和政府委员会讨论以及人大审

议。纵观整个过程，行政官员占主导地位，公众

参与的作用较小，但不断增强。

参与式预算的行政逻辑有助于公民赋权，

公益项目必须满足人民的需要。正因如此，公

民参与成为行政逻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行

政官员证明预算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使之得

以顺利执行同样有赖于此。此外，公民参与还

是新的管理策略和实践的基础，参与式预算试

验中开明的领导人深感理应将其少部分决策权

交给公民，以赢得他们的充分支持。例如，泽国

镇预算事项的协商式民意调查试验使地方政府

更易于说服包括声名显赫的地方企业和个人在

内的反对者支持业已选择的公共项目。协商所

产生的沟通效应极大地帮助了地方行政官员贯

彻他们的意图［27］。

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参与式

90



2018.12 国家治理评论

预算的行政逻辑也制约了公民赋权。北京当局

决不允许参与式预算为反对派势力所用。国家

领导人和地方主政者都必须权衡其中的政治风

险，竭力避免形成任何独立的公民运动［28］。尽

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上已经建立了推动参与式

预算发展的全球网络，但事实证明，在中国很难

建立此类网络。只有在教育项目和包括女性参

与项目等非政治领域，以公民为中心的参与式

预算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和推广。限制和控制参

与是行政秩序的一部分。在此逻辑之下，参与

式预算并非以公民赋权为中心，而是由政府主

导推动；参与式预算试验需要政治和行政认可，

方可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政治权威。较强的政府

控制解释了中国的公民赋权水平较低的缘由。

一些由福特基金会邀请访问巴西的中国地

方官员认为巴西参与式预算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但对其公民主导式进程持强烈的保留态

度。他们认为这种做法过于强调平均主义，过

分救济穷人，不具有可持续性①。中国的参与式

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控制有序的试验。

政府主导型的参与式预算主要关注行政职

能，充其量不过是实现善治。中国的参与式预

算项目遏制腐败的作用有限。通过公开预算过

程，地方人大代表和公民得以质询政府人员和

未具体说明的“其他支出”或“应急准备金”等项

目的预算拨款是否合理。但这并不能削弱官僚

机构在预算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撇开环境、组织、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差

异不提，所有参与式预算项目都是公共管理战

略的组成部分，项目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第一，公众获取信息存在问题。信息往往是不

对称的，行政人员比普通公民获取和了解更多

的信息。对此，必须向公民公开信息。然而，如

果事无巨细地为公民提供所有预算信息，例如

泽国镇的多达 48 页的预算报告，他们通常难以

清楚准确地理解报告内容。对此，参与式预算

的组织者必须对报告内容进行简化。如此一

来，又会造成信息丢失、无意曲解甚至是刻意操

纵。第二，参与式预算是一种综合机制和再分

配手段。参与式预算分配公共资金满足人民实

现发展和享受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然而，

以无锡为例，参与式预算的结果往往以牺牲其

他群体为代价而使老年人受惠。相比较而言，

受到穷人积极参与和劳工党的影响，巴西的参

与式预算结果往往对穷人有利。那么，地方官

员如何应对街道、市辖区、村或镇预算分配的不

平等呢？无锡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专项基金，所

有街道平等分享预算拨款，而新河镇则借助一

个精巧的谈判和协商制度，制定出皆大欢喜的

方案。

所有参与式预算项目遭遇的普遍问题是实

现预算平衡。当人们有机会参与预算分配时，

往往倾向于要求更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预算

超支甚而引发预算危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系

列应对之策，实现预算平衡。在总结 2006 年参

与式预算试验中当地居民坚持要更多的钱的经

验教训后，2007 年无锡官员规定参与式项目的

上限为 30 万元。在新河镇，有一条强制平衡的

规则：如果增加一些项目的预算，就会减少其他

项目的预算。泽国镇用随机选择的方法来减少

对任何一个特定群体的偏向，还发展出一个既

有民意表达又有人民代表审议的双重决策模

式。在惠南镇，财政专家已被赋予更多的权

力。所有这些例子中，地方政府一直保有行政

自由裁量权，以确保预算平衡。由此观之，平衡

预算的需要限制了公众参与的影响力以及参与

① 2007年，对无锡某官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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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预算赋权于民的程度。

（二）政治改革的逻辑

参与式预算在巴西等民主化转型国家是作

为一个议会外制度或监督机制而存在。但在业

已实现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不过是附赘悬疣，早

已由议会负责审查预算。相比之下，在中国，参

与式预算被视为旨在激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应有作用、实现其表达民意功能的政治改革，在

此情境下，参与式预算的内涵得到拓展，参与者

不但包括普通公民,还包括先前被排斥在预算进

程之外的人民代表。因此，和部分国家一样，中

国的参与式预算是糅合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

主的混合民主形式［29］。然而，巴西的参与式预

算中直接民主的成分比中国大得多，被视为超

越了代议制民主。

假若中国的 5 万个地方人大均能获准进行

参与式预算试验，无疑盛况空前。时至今日，仅

有部分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主政者将自己的

部分权力交给地方人大，例如，人大代表审查和

否决预算的权力予以制度化。掌权者必须考虑

代表的意见和诉求，并作出一些让步。同时，他

们还制定了精妙的方法来控制持不同政见的代

表，例如，通过“关门”协商和开放投票的方式监

督投票过程①。

显然，中国共产党主导了参与式预算的整

个过程。强化立法机关的权力是为了使党的决

策更具合法性。这一点有别于巴西，劳工党将

立法权视为绊脚石。行政机关组织参与式预算

往往是为了使立法机关无从置喙。相比之下，

这一做法颇为引人侧目。在巴西，当参与式预

算与立法权发生冲突时，劳工党会推动和监督

参与式预算试验。与之相反，在中国，当参与式

预算加强立法机关权力时，中国共产党会采取

行动确保自己能够控制整个参与式预算进程。

这一差异说明了政党角色不同，其政治运作逻

辑也不相同。显然，任何公民赋权的看法都不

能忽视政党在参与式预算过程中的作用。

地方人大是参与式预算的主要组织者和行

动者。在新河镇与惠南镇，代表讨论并审议预

算。在泽国镇，居民选择项目并将结果递交给

当地人大，人大代表有权予以修订。在无锡，地

方人大代表是参与式预算项目工作委员会的成

员，地方人大在决定是否通过 350万元以上的项

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地方人大有权

决定预算分配，但居委会依然可以选择项目。

近年来，地方人大愈发显示其权威。2008

年，新河镇人大否决了两项修正案。当一组人

大代表因其有关学校的议题未纳入讨论事项拂

袖而去，泽国镇的地方人大作废了 2008 年的全

年预算。

在政治改革的逻辑方面，中国的参与式预

算有别于巴西。在中国，参与式预算通过代议

制和公民参与推动地方层级的民主化。相反，

在巴西，它是左翼政党的议程和激进民主的纲

领。它既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方案，也不是新

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纲领。相反，它是劳工党

政治运动和动员的手段，是劳工党赢得竞选的

工具［30］。在巴西，参与式预算发生于民主化的

背景之下，正因如此，参与式预算已经迅速成长

为社会运动。

在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实验在缺乏政体层

面的民主化背景下逐渐发展。由于中国共产党

尚未将赋权参与扩展至政权层面，管理层面的参

与就成了一种现实替代。尽管中国政府可通过

引导政治诉求转向政权民主化之外的其他方面，

并从参与式预算中受益。但现实是管理驱动的

① 2009年，一个参与式预算项目中的访谈与个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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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预算还不足以达到政体民主化的水平。

（三）公民赋权的逻辑

为了保证公民赋权落到实处、减少操纵控

制，各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例如，

2008 年，温岭市制定政府法规保证参与式预算

常态化，民主恳谈会赋予了公民一系列权利，诸

如公共协商权、平等权、发起会议和动议权。最

重要的莫过于同意权，任何地方公共项目都需

要征得居民同意，并需要所有参与人员签字认

可。在无锡，公民有权监督预算编制程序。预

算项目是由居民代表或地方代表选择，有时则

是由调查中选定的随机参与者选定。

公民授权逻辑可以从预算公开的效果体现

出来。2005-2006 年间泽国镇全镇预算中只有

一小部分采用了参与式预算进行编制。转折点

出现在 2008 年，向公众公开全部预算（整整 48

页），这在中国尚属首次。然而，事情并非总是

一帆风顺。在 2009 年参与式预算会议上，向代

表和居民隐瞒了 2008年预算修正情况。代表和

居民对于预算修订在执行过程中缺乏透明度表

示了强烈不满。最终，民意占了上风：政府编写

和发布的 2010 年简报说明了 2009 年预算是如

何修订的。这个例子说明了以信息公开的名

义，公民得以实现其获取信息的权利，尽管过程

颇为曲折。显然，下一步是推动代表和公民积

极参与今后的预算讨论和修订工作。

在参与式预算中，一些地方领导人尝试放

弃部分权力，这是公民授权的一个进步。在泽

国镇，大多数官员坐在一个教室的外面开会，不

得发表可能影响居民选择的言论。居民的最终

选择得到泽国镇人大认可成为官方政策。通过

公开透明的机制实现了公民赋权，试验还为社

会资本的建设以及地方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互信

作出了贡献。泽国镇党委书记蒋招华坦言：“虽

然我放弃了一些最终决策权，但我们获得了更

多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增加了项目选择的合

法性，还增加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公共政策也

因此更容易实施。”①

遵循公民赋权逻辑的参与式预算实践较为

有限和零散，受行政逻辑掣肘［31］。在参与式预

算的理想情景中，公民是活跃的、有判断力的，

并且有能力分配预算资金；但现实中公民却是

物质主义者。理想与现实存在鸿沟［32］。中国参

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会中出现了几种行为模式。

居民一方面要求增加与其生活环境有关的项目

的预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减少政府开支。他们

要求按照平均主义的方式分配公共资金，但这

又会对削弱行政逻辑影响的努力产生副作用。

在行政官员眼中，尽管政府需要咨询公民，但不

能完全信任他们，也不能将全部预算分配权力

交给他们。

公民参与预算的程度各不相同。在无锡，

所选项目反映的是公民偏好。虽然居民选定了

最终项目，但不能决定项目应获得多少预算拨

款，这是由行政官员预先决定的。在惠南镇，尽

管公民可以在项目开始阶段表达意见，但地方

官员和地方人大代表最终拍板。一言以蔽之，

地方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整个预算编制过

程中公民能够控制的资金数额非常有限。地方

官员怀疑公民不具备预算审查能力。在编制过

程中，有人提出应将总预算的 3%用于公共物品

项目，且由与会者讨论和决定最重要的项目。

但市政府认为普通公民不知该如何决策，而民

粹主义的选择将造成分配不公。

公民通常对预算了解有限。公民参与者的

数量相对较少，通常只有几十人（泽国镇是个例

① 2005年，在温岭市对蒋招华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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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 200~300人）。除非政府提供物质激励，否

则公民的参与意愿通常不高。如无锡市政府提

供财政补助，每个市辖区都有 20-30万元的参与

式预算项目补助金。有些参会人只对当地某些

公共项目感兴趣，不关注更广泛的问题。有些

参与者认为参与式预算是“领导人给自己选择

的机会”，这表明他们仅将其视为家长式的恩

赐，没能意识到参与其中是自己应有的权利①。

更广泛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非政府

组织很难组织和宣传参与式预算。出于国家安

全的政治考量，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一直受

限。中央担心非政府组织将不受控制，特别是

那些由外国资助的组织。公共安全部门严密监

控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和活动。政府对“坏”非政

府组织的警惕，强化了政治和行政控制中的行

政逻辑。在此情境下，公民社会对参与式预算

试验的推动力有限。这一点与巴西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若论巴西参与式预算的成功原因，非政

府组织的积极推动功不可没。非政府组织的影

响力使其得以突破行政权力约束。在激进民主

的助力下，巴西预算分配由公民说了算。

六、结语

中国的参与式预算试验提升了透明度和公

平性，为人大代表和公民审查、讨论并监督预算

提供了机会，还改善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

通。有些地方人大重新焕发活力，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行政改革的发展。然而，参与式预

算并未使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整个权力

体系和预算进程的本质没有变，在大多数情况

下，预算仍然被视为国家预算而非公共预算。

绝大多数的参与式预算都是在地方尤其是

村一级进行，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例子。最近，已

经开始尝试将参与式预算扩展到更高层级的政

府。市级公共产品项目的公共咨询是否会发展

成参与式预算项目，将是非常有意义的观察。

未来几年里，将有更多的参与式预算试验

和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全国人大对新河模式大

为赞赏，并鼓励推广乡镇参与式预算试验。政

府很可能会逐步通过越来越多有关参与式预算

的法律法规。例如，2014 年修订的国家预算法

强化了公民参与预算的权利，第十四条和第三

十二条分别规定预算的相关情况“向社会公开”

“按照规定程序征求各方面意见”，保障了公民

的知情权和建议权［33］。只要远离党派政治、关

注行政体制，中央政府就会继续支持参与式预

算试验。中央领导的谨慎和地方政府的抵制，

使得赋权于地方人大的实践依旧困难重重。同

样，通过参与式预算公民赋权也因政府控制备

受限制。总之，行政逻辑在参与式预算实验中

仍将占据主导地位，政治改革和公民赋权的逻

辑不过是其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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